上饶集中营与皖南事变

　　上饶集中营是皖南事变的直接产物。它是国民党当局为囚禁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人员而设立的一座规模庞大的法西斯式监狱。上饶集中营与皖南事变是这样密不可分，以至于人们一提及上饶集中营就必然联系到皖南事变，而一提及皖南事变的结果就会联想到上饶集中营。
上饶集中营是皖南事变的产物
　　关于皖南事变中牺牲和被俘的人数，历来的说法都是大部分牺牲，少部分被俘，或者只提大部分牺牲，不提被俘问题。1991年1月7日安徽省隆重举行皖南事变新四军将士殉难50周年纪念大会，领导人讲话中仍只提“大部分遇难”。从1991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起，开始使用“大部被俘、失散和牺牲”的笼统提法，而对牺牲和被俘各有多少不再具体提及。据1941年10月25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致蒋介石、何应钦的一份代电稿，称“原收容叛军(引用者按：即对新四军的辱称)官兵3369名，续收914名”，共计4276名。这个数字虽有夸大成份，但基本上准确。　　
　　如何处置皖南事变中被俘的4000多新四军人员？这是事变后摆在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要求“释放所有被俘之新四军将士”。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立刻释放叶军长，释放一切被俘将士”。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再次严正要求“恢复叶挺自由，继续任新四军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为此，中共中央还保留了叶挺将军的新四军军长的职务，在同日宣布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中，只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直到1946年4月8日叶挺军长在山西黑茶山遇难，才取消“代理”二字)。　　　　
　　正在为策划围歼新四军成功而弹冠相庆的国民党当局，自然不会理睬中共方面的要求，不可能释放叶挺军长和其他被俘新四军将士。　　　　　　
　　三战区长官部对被俘新四军将士的第一步，就是把下山谈判被扣的叶挺军长和其他俘获的新四军重要干部迅速押送长官部驻地江西上饶囚禁。叶挺1月14日下午下山被扣后，17日即被押送到上饶，囚于设在长官部附近的李村监狱。稍后几日，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组织部长李子芳、敌工部长林植夫、三支队五团团长徐锦树等也被押送到上饶。张正坤、徐锦树等囚禁在离长官部稍远一点的七峰岩监狱，黄诚、李子芳、林植夫囚禁在李村监狱。他们是上饶集中营里的第一批新四军“囚犯”。　　
　　除上述高级干部之外的被俘新四军人员，因数量较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密电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请示派员前来接受的同时，指派刘夷华、侯荫黎和陈淡如三名上校军官前往皖南，以“训练”的名义将被俘新四军人员编成三个“训练大队”，刘、侯、陈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训练大队的大队长。为统一管理这三个“训练大队”，1月26日成立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顾祝同调六十七师少将副师长唐肃任训练总队总队长，陈谈如任副总队长。　　　　　
　　训练总队成立之后，负责“训练”的国民党特工人员继续清查被俘新四军人员的身份，发现其中排长以上干部不少，班长以上军士也不少。顾祝同根据这一情况，决定将被俘新四军干部和士兵分开“训练”，把清查出的新四军排以上干部从各大队抽出来集中在一起编为“军官大队”，顾祝同调三战区军统特务头子、政治部情报室上校专员张超任“军官大队”大队长，把清查出的新四军班长以上军士也从各大队抽出来集中在一起，编为“军士大队”，由副总队长陈淡如兼任“军士大队”大队长，原第三训练大队撤销，该大队里的被俘新四军士兵分别编进原第一训练大队和第二训练大队，改称为第一士兵大队和第二士兵大队，仍由刘夷华、侯荫黎分任大队长。据当年三战区长官部有关文件资料记载，“军官大队”逃跑26人，还囚有657人；“军士大队”逃跑81人，还囚有276人，两个士兵大队共逃跑460多人，还囚有2500多人(其中有少数没有查出身份的新四军干部)。　　　　
　　2月17日，经参谋总长何应钦审定，国民政府军委会颁发了密件《新四军被俘官兵管训实施办法》，明确指定三战区司令长宫顾祝同负责主持新四军被俘官兵的管训工作，并规定“管训方针”为：“子、使其认识新四军叛变之错误。丑、使其正确明了中国抗日建国之真实意义。寅、使其认识中国国民党领导抗战之特殊使命和任务。卯、使其觉悟自新能为本党从事于抗战建国之工作。”说透了，这个“管训方针”就是要通过“管训”，向被囚新四军人员灌输反动思想毒素，使其叛变革命，转而为国民党反共政策效力。这也是随之建立起来的上饶集中营的反动宗旨。　　　
　　国民政府军委会的这份文件要求，被俘新四军的“官长与军士之管训分开地点实施，并严密防止与当地民众接近”。并提出管训被俘新四军军士的地点由顾祝同选定。顾祝同便选择在上饶邻近的铅山县。文件提出管训被俘新四军干部的地点设在赣南的瑞金或者赣西的吉安一带。顾祝同则考虑到瑞金或吉安一带离长官部太远，不便管训，决定改设在上饶城南比较偏僻的周田村一带，向上呈报备案。　　　　
　　3月上旬，根据顾祝同的指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总队部率第一士兵大队、第二士兵大队和军士大队由皖南经浙江进入江西铅山县，总队部和军士大队驻在永平镇，第一士兵大队和第二士兵大队驻在石塘镇，军官大队单独开往上饶，进驻周田村。军官大队名义上隶属于训练总队，实际上是独立的，由顾祝同亲自掌握。军官大队大队长张超直接对顾祝同负责，无须经过训练总队。　　　　
　　这座囚禁皖南事变中被俘新四军干部的周田监狱，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上饶集中营的主体部分。周田监狱除军官大队外，还有一个“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特别训练班”(简称“特训班”)，囚禁皖南事变前后从东南各省地方上抓捕来的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80余人，以及事变后搜捕到的30余名突围未成的新四军干部。“特训班”主任也是张超。张超是上饶集中营的大总管。　　　　
　　上饶集中营的范围自然还应包括前述囚禁叶挺军长的李村监狱、囚禁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等的七蜂岩监狱，以及后来囚禁黄诚、李子芳等的石底监狱，还有专门囚禁周田监狱“顽固不化”革命志士的茅家岭监狱。　　　　　
　　这就是皖南事变的产物——上饶集中营的建立经过。　 
上饶集中营的斗争是皖南战场斗争的继续
国民党设立上饶集中营，企图通过所谓军政训练，使被囚的新四军干部、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背叛革命，并转而为国民党卖命。但这只是国民党当局一厢情愿的空想。狱中囚禁的新四军干部中绝大部分(大约六分之五)是共产党员，从地方上搜捕来的政治犯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大约二分之一)。这些共产党人大多文化层次较高，受党培养教育多年，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强的革命意志，他们虽然身陷囹圄，也决不会屈服国民党特务的淫威。因此，集中营的斗争自然是非常尖锐激烈的。　　　　
　　集中营斗争的主要内容和焦点是：国民党特务放肆攻击诬蔑新四军、共产党；被囚的新四军干部和共产党员则坚决维护捍卫新四军、共产党。这场斗争，是皖南战场上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国民党在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初的“皓电”中，就对坚持抗战的新四军进行了种种诬蔑。中共方面在“佳电”里理所当然地给予了回击。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41年1月17日公然发布解散新四军的通电，诬陷新四军“违抗军令，不遵调遣”，“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抗命叛变，逆迹昭彰”，宣布“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发表谈话，辩称“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新编第四军之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颠倒是非黑白的宣传，中共中央当即予以严正驳斥，并于1月20日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海内外正义舆论也一致谴责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倒行逆施。　　　　
　　在上饶集中营里，负责“管训”的国民党特务队长和特务教官们，作为其“政治训练”的首要内容，强制性地向被囚人员灌输国民党政府为皖南事变定的基调，把事变的责任完全栽赃在新四军的身上，诬蔑新四军“违反军纪”、“阴谋叛变”，还进一步诬蔑新四军一向“游而不击”、“不打日军，专打友军”等等。　　　　
　　对于国民党特务喋喋不休的这些反动说教，被囚的新四军干部们冒着遭受酷刑迫害的危险，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进行驳斥。他们用亲身经历的事实来揭穿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当局处心积虑设下圈套暗算新四军的阴谋，他们列举了亲自参加的对日作战并把日军俘虏送到三战区长官部等事例，驳斥国民党特务强加给新四军“游而不击”、“不打日军，专打友军”等莫须有的罪名，表明新四军是深受人民群众拥护的真正抗日的部队。国民党特务见集体说教不起作用，便装着关心的样子，个别“劝说”被俘的新四军人员要“识时务”，“迷途知返”，“悔过自新”，说只要办了自新手续就可以放出去。想工作的帮找工作，想上学的保送到军校，特别欢迎到国民党部队工作，等等。这些诱骗伎俩动摇不了新四军干部们的意志，他们质问国民党特务队长：“我们参加新四军是为了抗日救国，有什么错？有什么过可悔？你们自己不去抗日，反把抗日的新四军关在这里，因此真正要悔过的，倒是你们！” 　　　　
　　身陷囹圄的新四军志士们依然把自己看成是新四军的一员，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不辱于新四军的光荣称号。他们经常在狱中高唱《新四军军歌》等新四军歌曲，用以互相激励，坚持斗争。　　　　
　　在回击国民党特务对新四军诬陷的同时，被囚的革命志士们还勇于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党的事业。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表面上看是围歼所谓“违反军纪”、“阴谋叛变”的新四军，实际上矛头指向共产党，所以皖南事变亦称为第二次反共高潮。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国民党当局以为“剿灭”了新四军，就大大削弱了共产党的力量，并为进一步反共直至“灭共”打下基础。而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在日本侵略者这个中华民族共同的大敌面前，国共两党仍在进行第二次合作，维持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关系，因此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时，还不敢公开打出反共的旗号。尽管国民党在内部的文件和讲话中早已称共产党为“异党”、“奸党”、“匪党”，欲“剿灭”干净而后快，然而他们在事变后公开发表的通电和讲话中，却极力回避反共实质问题，一再声称这次事件只是“军纪问题”，而不是党派之争，怕在全国人民面前担当破坏国共合作、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罪名。　　　　
　　但在上饶集中营里，面对已成阶下囚的新四军被俘人员，国民党特务们则没有那么多顾忌了。他们丢开一切伪装，公开宣称共产党是“奸党”、“匪党”、“异党”。特务队长们都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查清被俘新四军干部中哪些人是共产党员，自己管训的队里有没有秘密组织。这项清查共产党员的工作，实际上开展得很早。事变刚结束时，泾县一个乡村大祠堂里临时关押了100多个被俘的新四军人员。国民党一个中校军官气势汹汹地走进来，大声查问谁是共产党员。见无人回答，他一把拖出站在面前的新四军医生陈延圣逼问。为避免敌人伤害更多的同志，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挺身而出，从容不迫地对国民党中校说，“我就是共产党员！你们口口声声抗日，可为什么放着日本鬼子不去打，而来围歼抗日的新四军？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有什么不对？告诉你们，共产党人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气节不会丢，你们不要想在共产党员身上打什么主意了！”黄诚气宇轩昂一席话，既压下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又鼓舞了被俘新四军人员的斗志。　　　　
　　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在狱中除了少数无法隐瞒共产党员身份的新四军中高级干部，如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军直教导队副总队长兼教育长冯达飞、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秘书长黄诚、三支队五团团长徐锦树等，绝大多数被俘新四军干部都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国民党特务队长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但清查工作并没有什么成效，也没有破获一个中共秘密组织，他们一般根据被囚者的“顽固”程度，或者根据个别叛变自首分子的告密，来判断谁是共产党员。特务们对共产党员的监管自然更严，迫害尤甚。　　　　
　　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任国民党特务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们，在各中队都秘密建立了党的组织，团结、带领广大革命志士和国民党特务展开了英勇悲壮的斗争。这些共产党员都有着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献身精神，为革命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上述新四军高中级干部中的共产党员已全部被国民党杀害。其他在集中营殉难的志士中，也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捍卫了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共产主义的事业，实践了自己入党时的誓言。　　
　　可以说，和在皖南战场上一样，在上饶集中营，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也遭到了可耻的破产。广大被俘新四军干部和共产党员在上饶集中营里的斗争，是反击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一项特殊的斗争内容。
上饶集中营的斗争和皖南事变一样也应写入党史军史
　　迄今所见到的中共党史书籍，如权威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各地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讲义，都无一例外地提到了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提到了皖南事变，但都没有提到皖南事变的继续——上饶集中营的斗争。我们的党史和军史也应该将上饶集中营的斗争记上一笔．　　 　　
　　上饶集中营的斗争，从实质上说，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执掌政权前28年的历史，主要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历史，其中有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文化斗争、思想斗争等等，也应该包括在监狱里的斗争。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无数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进行了不屈不挠、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斗争，有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在敌人的监狱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石。上饶集中营关押了700多名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干部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其中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大约600人)。一次性地囚禁了这么多的共产党人，除上饶集中营之外，还没有听说过全国其他地方的国民党监狱有这种情况。　　　　
　　上饶集中营被囚的共产党人多，狱中建立的中共秘密组织也多。“军官大队”五个中队，每个中队都建立了一个中共秘密支部。“特训班”也有一个秘密支部。“军官大队”与“特训班”于1942年4月合并改编为“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后，重新编成的六个中队，每个中队仍都重建了一个秘密支部。此外七峰岩监狱和石底监狱也都曾建立过秘密支部。上饶集中营里的中共秘密支部之多，也是民主革命时期国民党监狱里所少见的。　　　　
　　囚禁在上饶集中营里的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团结在秘密党组织的周围，同国民党特务展开了顽强不屈的斗争。反怀柔，面对诱惑不上当，揭穿阴谋伸张正义；反高压，酷刑折磨无所惧，昂首挺胸坚持真理。有的志士将裴多菲著名诗句中的两个字“自由”改为“真理”，用以表明自己和广大革命志士坚定的斗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真理故，二者皆可抛。” 　　　　
　　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进步志士们在上饶集中营的斗争事迹很多，其中最为突出、最为激烈、影响震动最大的，是著名的两次暴动，即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　　　　
　　茅家岭监狱是集中营里的“狱中之狱”，专门囚禁国民党特务认为“中毒最深”、“顽固不化”，实际上是斗争最为坚决的革命志士，监管尤严，刑罚更重。1942年5月25日黄昏，在李胜、王传馥、陈子谷、宿士平、吴越五位共产党人组成的暴动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26名革命志士以大无畏的英维气概举行了暴动，赤手空拳与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卫兵展开搏斗，共夺得步枪8支、机枪4挺、手榴弹39颗。王传馥和钟袁平两位共产党员被敌人子弹击中捕回杀害，其他志士胜利地冲出了牢笼。　　　　
　　23天之后的6月17日下午，六中队秘密党支部在集中营往福建转移途中到达崇安县赤石镇崇溪河畔时，率领全队革命志士举行大暴动，冒着身后敌人射来的子弹，奋勇冲向武夷高峰。有60多人获得了自由，重返革命队伍。　　　　
　　共产党人组织领导的这两次成功的越狱暴动，是上饶集中营斗争的高潮，给了国民党当局沉重有力的打击。有关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监狱里的斗争资料，还没有发现被囚革命志士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集体越狱暴动成功的先例。因此，囚禁在上饶集中营的共产党人组织领导的这两次成功的集体越狱暴动，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监狱对敌斗争方面的壮举，堪称一个典范。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监狱里所进行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整个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这方面斗争的最高、最激烈、最英勇悲壮的形式——越狱暴动唯一成功的范例，上饶集中营的斗争应该载入我们党的光荣史册。　　　　
　　上饶集中营里囚禁的，绝大部分是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干部。这些新四军干部在狱中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坚持了顽强不屈的斗争，用鲜血和生命为军旗增光添彩。也正因为他们是新四军干部，有着一定的军事作战经验，这也是他们在上饶集中营里能够举行暴动并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上饶集中营的斗争也就是新四军和国民党的斗争。所以，上饶集中营的斗争也应该载入我们人民军队的光荣史册。　　　　　　　　　　　
